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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本文探讨了中国社会中合作行为的变迁及一些社会发展指标在其中的解释作用，比较了

中美两国的合作行为变迁趋势，研究表明，中国人的合作行为水平随时间而上升，一些社会

发展指标可能是其上升的社会变迁基础，有一定的创新性，研究较有意义，研究方法较为得

当，本文还存在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 

 

意见 1：“被试群体是平均年龄为 18~28 岁的中国成人被试，包括大学生和一般成人被试”、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社会中的年轻成人群体且绝大多数样本为大学生，研究结果可能

没法推广到中国社会中所有年龄段的群体”，本文题目需要进一步修改，需要加上年龄段限

制。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因为元分析的样本统计的都是平均年龄（18-28 岁），实

际上每项研究包含的被试年龄在 17-40 岁的都有可能。具体而言，本研究纳入的绝大多数被

试为大学生被试和一般成人被试，平均年龄在 18-28 岁之间，绝大多数被试的年龄都在这个

范围之内，但在少部分报告年龄全距的研究中，被试的最小年龄为 16 岁，最大的为 38 岁，

并不是所有的被试都在 18-28 岁之间。所以，我们觉得在题目中加上 18-28 岁的年龄段限定

似乎不太妥当，容易引起误解。因此，我们主要在摘要里和文中对被试的年龄进行具体清晰

的说明与解释。 

此外，本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社会中合作行为的代际变迁，在实际取样中并没有考虑中国

所有年龄段群体，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量：（1）由于文献庞杂，纳入所有年龄段会增加

研究的难度，且不同年龄段可能会成为影响研究结果的混淆因素；（2）我们选择以年轻成人

群体为代表来反映中国社会中合作行为随社会发展趋势的变迁，是因为年轻人群体是社会中

极具代表性的主流群体，他们在年龄上“承上启下”，在社会发展中也是“承前启后”；年轻

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通常是每一代人群中的佼佼者和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也更易受

社会变迁的影响，历史上累积的合作行为研究数据更多、更具有连续性，因此，他们的合作



行为变迁既能较为敏感地反映整个社会变迁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也可以在极大程度上代表

整个中国社会中陌生人合作行为的变化趋势。我们在修改稿的讨论部分对此进行了修改与

完善：“第四，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是中国社会中的年轻成人群体且绝大多数样本为大学生，

研究结果可能没法推广到中国社会中所有年龄段的群体。但是，社会困境的实验行为研究大

多使用年轻的成人和大学生样本，而且与年长群体相比，年轻人也往往更容易受到社会规范、

权威和社会变迁趋势的影响(Sears, 1986)，因此，使用该群体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检验中国

社会中合作行为变化的连续性以及社会变迁趋势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以往研究也表明

年轻的大学生群体和非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合作行为并没有显著差异，并不影响合作行为的变

迁(Yuan et al., 2022)。此外，年轻人群体是社会中极具代表性的主流群体，他们在年龄上“承

上启下”，在社会发展中也是“承前启后”。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通常是每一代人群

中的佼佼者和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在居住流动性和关系流动性日益升高的现代社会中，他

们无论是在学校还是进入社会都需要不断地与陌生他人接触并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他们的合

作行为变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整个中国社会中陌生人合作行为的变化趋势。” 

根据您这里对于修改题目的建议，基于我们的研究问题以及以往类似的横断历史元分析

的题目表述，我们对题目做了适当的修改：“中国社会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变迁：基于社

会困境研究的元分析(1999—2019)”。我们仔细斟酌了，认为不加年龄限制较好。如果一定

要加的话，我们会考虑加上“年轻人”，即：中国社会陌生年轻人之间合作行为的变迁：基

于社会困境研究的元分析(1999—2019)”。请专家定夺。 

 

意见 2：“其文献检索截止到 2018 年 1 月”为何文献检索截止到 2018 年？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仔细阅读与意见。合作行为数据库(Cooperation Databank, CoDa)最早

发展于 2015 年，于 2015 年 9 月和 10 月以及 2018 年 1 月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检索（主要补充

2016 年和 2017 年之间发表的最新论文），其中中文文献检索于 2017 年 11 月到 12 月之间。

由于文献编码工作量巨大，该数据库的文献编码和二次检查工作于 2019 年完成，相关数据

和 代 码 于 2020 年 公 布 。 关 于 该 数 据 库 的 发 展 历 史 与 文 献 检 索 详 见

https://cooperationdatabank.org/以及相关文献的介绍(Spadaro, Tiddi, et al., 2022)。因此，我们

使用了该数据库中 2017 年及之前的数据，并于 2020 年 7 月通过同样的文献检索方式补充检

索得到了 2017 年之后的中英文文献。 

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一部分的信息介绍，我们修改了“2.1 文献检索”部分的相关表述：

“该数据库纳入了之前所有使用社会困境范式研究合作行为的数据（包括英文、中文和日语



论文，本元分析只纳入了英文和中文文献），其系统的文献检索完成于 2015 年 9 月和 10 月

以及 2018 年 1 月（主要补充 2016 年至 2017 年的最新文献），其中中文文献检索于 2017 年

11 月到 12 月之间(Spadaro, Tiddi, et al., 2022; 关于该数据库的发展历史与文献检索介绍详见

https://cooperationdatabank.org/)”。关于该数据库发展历史和文献检索的更多介绍，读者可以

通过链接的官网了解，为节省篇幅，我们在文中不做过多表述。 

 

意见 3：“尽管中国社会中陌生人的合作行为在 20 年间有显著的上升，但时间只能解释 1%

的合作行为的变异，”请讨论效应这么小的意义。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启发性意见。的确，按照一般的标准，本研究中时间影响合作行为的

效应量属于小效应量，但研究者们也认为对效应量的理解和判定不应该严格按照小、中、大

的固定标准，对效应量大小的解释最好还要参照以往的研究成果或实际的研究情况综合权

衡，有时即使是非常小的效应量也是很重要的(郑昊敏, 温忠麟, 吴艳, 2011; Thompson, 

2001)。 

就本研究而言，年代（时间）是影响合作行为的远端变量，以往的横断历史元分析也发

现类似大小的效应量，例如关于完美主义的变迁研究(Curran & Hill, 2019)、特质共情的变迁

研究(Konrath et al., 2011)、对女性态度的变迁研究(Twenge, 1997)以及美国社会中合作行为变

迁的研究(Yuan et al., 2022)均发现时间影响心理量的小到中等的效应量，尤其是时间对行为

层面变量的影响更小。此外，由于研究者在社会困境行为实验中操纵的其他影响合作行为的

变量（例如情绪）也可能会削弱时间对合作行为的效应。最后，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而言，这

种微小的效应也可以持续累积，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尤其是长久的合作行为上升趋势也可

能逐渐提升社会的合作规范，促进人们的合作价值观等更加内在的动机与社会偏好的上升，

进一步促进人们的合作行为。 

综上所述，我们在修改稿的讨论的局限部分，对此进行了更多的阐释：“第一，时间影

响合作行为的效应量较小。尽管中国社会中陌生人的合作行为在 20 年间有显著的上升，但

时间只能解释 1%的合作行为的变异，在控制其他研究特征后，时间也仅能解释 3%的合作

行为的变异。但是，以往的一些横断历史元分析也发现类似大小的效应量，例如关于完美主

义的变迁研究(Curran & Hill, 2019)、特质共情的变迁研究(Konrath et al., 2011)、对女性态度

的变迁研究(Twenge, 1997)以及美国社会中合作行为变迁的研究(Yuan et al., 2022)均发现时

间影响心理与行为的小到中等的效应量，尤其是时间对行为层面变量的影响更小。本研究中

时间影响合作行为的效应量之所以较小，这一方面由于时间是影响合作行为的远端变量，另



一方面由于研究者在社会困境行为实验中操纵的其他影响合作行为的变量（例如情绪）可能

会削弱时间对合作行为的效应。即使如此，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微小提升可以在长时间的

社会变迁中持续累积和自我强化，在整个社会层面依然可以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尤其是这

种上升趋势在社会发展中持续存在的时候。这种长久的合作行为上升趋势可能在不断累积和

强化中逐渐提升社会的合作规范与合作价值观，进一步促进合作行为的上升，从而带来合作

行为与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持续性的相互正向强化。” 

 

意见 4：其他细节问题，例如统计符号要全文斜体，星号要上标，参考文献要规范

“Acedo-Carmona, C., & Gomila, A. (2014). Personal trust increases cooperation beyond general 

trust. PLoS ONE, 9(8), e105559. ”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提醒。（1）我们仔细检查了统计符号，并严格对照了《心理学报》投

稿指南中的明确要求“希腊字母(α、β、χ
2、η

2
)、上标和下标的数字和文字，不用斜体。”，

决定保留希腊字母（如标准化回归系数 β）不用斜体的做法，其他需要斜体的地方一律用斜

体；文中的星号也全部进行了上标。（2）对照《心理学报》参考文献著录格式，我们修改了

上述参考文献的格式如下：“Acedo-Carmona, C., & Gomila, A. (2014). Personal trust increases 

cooperation beyond general trust. PLOS ONE, 9(8), Article e10555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05559”；针对其他参考文献列表中此类“只有论文编号

而无页码的电子刊论文”也分别做了检查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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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2意见： 

该论文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考察了近二十年我国陌生人间合作行为变迁以及一些

社会发展指标在其中的潜在解释作用，这对于了解我们的社会变迁与民众合作行为的发展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总体上，论文写作清晰、流畅，结构合理，方法严密、准确，结

论可靠，有一些问题希望作者进一步澄清。 

 

意见 1：社会困境研究中有诸多博弈范式，为何在元分析时仅纳入囚徒困境与公共物品博弈，

请作者进一步明确。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常用的社会困境范式有囚徒困境、公共物品困境和资源困

境。资源困境的情境特征、收益结构以及合作行为的测量指标与另外两种社会困境有一定的

区别。具体而言：（1）资源困境是一种“拿”游戏范式(take-some game)，在包含 N(N ≥ 2)

人的资源困境中，集体成员共同拥有某一资源，每名成员都可以决定从集体资源中“拿”出

一定的数量归自己所有，剩下的集体资源在下一轮中会以一定的繁殖率 r (r > 1)进行恢复。

如果群体的需求量超过了资源的现有量或远超资源的恢复量，那么资源就会逐渐消耗殆尽，

群体也不再有机会占有这一资源(Spadaro et al., 2022)。因此，在资源困境中，个体从集体资

源中拿的越少则个体合作率越高；如果每个人都最大化个体的利益，那么集体的资源将会很

快耗尽。（2）如论文正文中所述，公共物品困境和囚徒困境是“给”游戏范式(give-some 

game)，两者的情境、收益结构及合作行为的测量指标都很相似，公共物品困境有时也被称



为 N 人囚徒困境(N ≥ 2; Fehr & Fischbacher, 2004)。 

综上所述，为了在横断历史元分析中标准化变量的测量方式，控制变量测量上的偏差，

从而更可靠地发现时间对变量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情境和收益结构等各方面均相似，以及使

用频率较高的囚徒困境和公共物品困境来测量合作行为，同时控制这两种社会困境中各种共

同的研究特征（互动重复性、群体规模、利益冲突程度、沟通、奖惩机制与合作率所属轮次

等），可以更可靠地检验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变迁。我们在论文修改稿引言“1.1 

合作行为及其测量”部分的第一段中进一步强调了为什么只用囚徒困境和公共物品困境这

两种范式：“研究者最常使用社会困境范式研究合作行为(Van Lange et al., 2013)。在社会困

境中，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存在冲突，合作通常被定义为个体为了集体利益而付出一定代价

的行为(Rand & Nowak, 2013; Van Lange & Rand, 2022)。常见的社会困境范式包括囚徒困境、

公共物品困境和资源困境，其中，资源困境是“拿”游戏范式(take-some game)，其情境、

收益结构以及合作行为的计算指标均与囚徒困境和公共物品困境有所区别(Spadaro et al., 

2022)，为了在横断历史元分析中尽可能统一测量工具，控制测量偏差，本研究使用囚徒困

境和公共物品困境这两种高度相似的社会困境范式探讨中国人合作行为的社会变迁。”  

 

意见 2：对我国社会而言，熟人间的合作更可能也更常发生。本文仅针对陌生人间的合作，

而非同时将两类数据进行纳入，请进一步补充相关理据。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的确，在中国社会中，熟人之间更常发生合作行为，与陌生

人相比，人们往往更加信任熟人，帮助熟人，所以更可能与熟人进行合作(Jing et al., 2021; Lin 

et al., 2023)。但是，熟人之间的合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合作行为的范围有限，主要受

直接互惠和人际关系的影响，理论上也相对较少受社会变迁的影响，而且很多熟人之间的合

作最早也起源于陌生人之间的合作，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更可能是整个社会合作行为的基线。 

本研究不关注熟人之间合作水平与陌生人之间合作水平的差异，主要从社会变迁的角度

探讨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随时间的变化。首先，从社会层面而言，不受人际关系

限制和更可能广泛发生的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互动，如文中所述，这种陌生人之间的

合作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要比熟人之间的合作更加难得，更有助于人们形成新的社会关

系，拓展社交网络，促进社会的广义互惠，以及实现共同的社会目标，进而提高社会治理效

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公共健康和民众幸福感，最终提高国家或社会

对外竞争的整体优势。其次，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而言，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的居住

流动性和社会交往范围扩大，中国的熟人社会不断收缩，陌生人社会不断扩展，社会的人际



信任下降，个体主义提升，关注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最后，以往的社会

困境中的合作行为互动也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被试之间往往没有任何人际关系，大量积累

的是陌生人之间互动的合作数据。最后，从横断历史元分析的角度而言，我们并没有纳入熟

人之间互动的数据，也可以避免因互动对象之间的关系类型而产生的数据偏差，提高结论的

可靠程度。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的重要性、社会变迁角度以及数据上的现实性，我们的研究仅关注

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变迁，以此更能代表中国的社会变迁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关于上述要点，我们在正文中引言第一段和第二段均有所阐述，新的修改稿中也进一步增

加了相关表述：如引言第一段：“在一个国家或社会内部，与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相比，不

受人际关系限制和更能广泛发生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有助于人们形成新的社会关系，拓

展社交网络，促进社会的广义互惠，以及实现共同的社会目标(Henrich, 2004; Putnam, 2000)，

进而提高社会治理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公共健康和民众幸福感(Putnam, 2000)，最终

提高一个国家或社会对外竞争的整体优势(Francois et al., 2018; Mesoudi, 2009)。”引言第二

段：“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主要表现为经济迅速增长、城市化

水平上升、高等教育更为普及、互联网发展迅速，同时人们的居住流动性和社会交往范围扩

大，熟人社会不断收缩，陌生人社会不断扩展（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比以往变得更加突

出和重要），社会的人际信任下降(辛自强, 2019)，个体主义提升(蔡华俭 等, 2020; Hamamura 

& Xu, 2015)。那么，中国社会中的合作行为，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会随着这些社

会变迁如何变化呢？探讨合作行为如何发展与变迁一直是重要的理论问题(Pennisi, 2005; 

黄少安, 张苏, 2013)，在中国当前社会中，理解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变化及其社会变迁基

础，对于我们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提升社会凝聚力和竞争力，以及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更具有重要的社会实践意义。”引言“1.1 合作行为及其测量”部分的最后一段末尾：

“本研究纳入元分析的所有研究中的社会互动均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即社会困境中的参与者

没有任何互动历史，没有任何关于互动对象的名声信息，这类似于现实生活中广泛发生的许

多陌生民众参与合作行为时面临的重要情境特征。此外，以往社会困境研究中的合作行为也

大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本研究使用这种历史上大量累积的、统一的陌生人之间互动的数据，

也可以避免因互动对象之间的关系类型而导致的数据偏差，提高结论的可靠程度。”在正文

讨论部分的最后一段总结部分，我们也再次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凸显了陌生人之间合作的重要

性：“在整个中国社会以及人类社会持续的现代化发展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独居率、关系

流动性等的升高，未来的人们将更多地面临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更需要依赖陌生人来实现个



人或集体的目标。” 

 

意见 3：论文发现一些社会指标与合作行为的上升有关，但如何将这些指标更好的整合、归

纳与比较，从而形成更加精细、完整的解释？建议作者进一步对该问题进行思考。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启发性建议。文中的各个社会指标反映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许多方面，

根据您的建议，我们从经济状况、城市化、社会人口流动/关系流动、社会联结、教育与互

联网等方面进行整合与归纳，见修改稿“2.9 社会指标”部分：“基于前述研究假设的分析，

我们从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tjsj/）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数

据》中获得了可能与陌生人合作行为变迁有关的重要社会指标：(1) 经济状况，包括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和社会保障率；(2) 城市化率；(3) 社会人口流动/

关系流动，包括人户分离人口比例，第三产业人员比例和居民平均出游人次；(4) 社会联结，

包括独居人口比例和粗离婚率；(5) 高等教育水平；(6) 互联网普及率。表 1 详细报告了每

个社会指标的具体信息。” 

理论上来讲，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城市化、社会人口/关系流动以及教育和

互联网等各个层面的因素是彼此相互影响的，它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单独影响社会的发展和

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变迁，也可能彼此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心理与行

为变迁，在他们均显著预测合作行为的情况下（标准化回归系数整体有数值上的差异但并未

直接比较和检验差异显著性），很难说清哪一方面的解释更加重要。我们的现有数据结构和

已知分析方法也很难进一步澄清和比较哪方面的解释更加重要。例如，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过程中，这些社会指标都表现出较强的线性增长趋势，彼此之间以及它们和数据收集年份之

间都具有极高的相关性，因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我们难以在三水平元回归模型中同

时控制其他社会指标或数据收集年份而单独看某个社会指标的作用；另外，因为我们的数据

结构并不是时间序列数据，也难以采用如数据差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时间序列分析的

方法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方法没法让我们像在元分析中一样处理每年不同数量的合作率、控

制其他研究特征以及对效应量进行加权处理(Yuan et al., 2022)。我们目前主要参考前人的研

究方法，分析社会指标与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时主要还是从每个指标的角度进行单独的分

析，对这些社会指标的分析停留在相关层面，对这些合作行为潜在社会变迁基础的解释也持

谨慎态度，这是以往类似的研究以及当前研究难以解决的局限，我们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在

这方面有进一步的推进和解释。基于此，我们在修改稿讨论的“4.3 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

的第二段进行了如下修改和补充：“第二，与前人研究类似(Yuan et al., 2022)，本研究由于数



据结构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并不能排除社会指标与合作行为之间关系的其他混淆变量的影响，

无法证明社会指标对合作行为具有因果效应。社会指标与合作行为之间的正相关也可能仅仅

是因为所有的变量都随着时间发展线性增长而造成的虚假相关。未来研究需要使用纵向追踪

设计或者时间序列数据来交叉验证本研究中的发现。此外，这些社会指标对合作行为均有正

向预测作用，本研究也难以真正区分清哪些社会指标对合作行为的潜在影响更大，因为经济、

城市化、社会人口流动、教育等各个指标在社会发展中相互影响和交织，而且每个指标影响

合作行为的潜在机制也可能存在差异，现有的数据结构和已知的方法也不足以进行更多的分

析、比较和解释。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澄清各个社会指标与合作行为变迁之间的独特关系

并分析和比较哪些社会指标在合作行为的变迁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从而更加精细和完整地

理解合作行为变迁的潜在社会基础。” 

 

意见 4：如何将该论文结果与假设 1 进行对话？目前元分析结果支持了假设 2，那如何与假

设 1 相关的研究证据进行对话？建议作者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启发性建议。一般而言，因为竞争性假设都是基于一些合理的推论而

提出的，研究结果支持其中一个，不支持另一个，就似乎说明了问题。我们的研究最初提出

了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下降与合作行为上升两个竞争性假设，每个假设的提出也

是基于一些合理的理论和证据支持推论出来的，最终的研究结果支持合作行为上升的假设。

您的建议促使我们更多地思考为什么假设 1 没有得到支持。 

我们在假设 1 中认为城市化的提升使得熟人社会收缩、陌生人社会扩张，这可能降低人

们的名声关注，进而可能不愿意与陌生他人合作；个体主义的提升使人们更看重个体的独立

和目标，这也可能降低人们与他人的依赖感，进而降低与陌生人的合作；社会信任的下降更

使得人们不相信他人，更不愿意与陌生他人合作。这些推论实际上聚焦于宏观的社会变迁使

人们在社会心态上感知到更少的名声关注、更高的自我和独立性以及更不信任他人，但社会

心理层面上的这些变迁不意味着人们后续的实际合作行为相应地降低，即人们的社会认知或

态度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地预测实际的行为，假设 1的推论可能只是基于社会认知或社会心态

而推论出的合作行为下降的“错觉”。从个体社会适应的角度而言，城市化的发展、社会分

工的精细化、人口流动等也促使人们有了更多接触陌生人和与陌生人互动的机会，个体与熟

人之间相互依赖性的降低反而可能促进与陌生人之间依赖性的上升，人们可能在态度上越来

越不信任他人，但在实际的社会适应过程中，面对相互依赖性的情境自己又必须与他人合作。

总之，社会生活与适应离不开与陌生人的接触和合作，我们的结果也的确支持假设 2。 



基于您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的讨论“4.1 中国社会中陌生人合作行为上升”部分除了

强调假设 2 的视角和证据外，也补充了新的一段讨论内容：“总之，以往基于城市化发展、

个体主义提升和社会信任的下降而认为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下降的观点可能是

一种“错觉”。这些社会变迁可能会使人们在社会认知或心态上感知到更少的名声关注、更

高的自我和独立性以及更不信任他人，但这些社会心理层面的变迁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实际合

作行为相应地降低。城市化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人口流动等也促使人们有了更多接

触陌生人和与陌生人互动的机会，个体与熟人之间相互依赖性的降低反而促进与陌生人之间

的依赖性，人们可能不信任他人，但在实际的社会适应过程中，面对相互依赖性的情境又必

须与他人合作，这些都可能促进人们合作行为的上升。本研究的假设 1和结果的不一致性在

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的社会认知或心态与其实际的社会行为之间的背离，这启示我们除

了关注人们的社会认知、人格特质等层面的心理变迁之外，更要关注人们实际的社会行为的

变迁，而社会行为的变迁恰是以往研究所忽视或难以探讨的。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研究关

注人们社会行为的变迁，澄清人们可能存在的基于社会认知变化而推断出行为层面也相应变

化的“错觉”，以更全面和客观地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及其对人们心理和行为变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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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3意见： 

该文提出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而假设的提出、论证和分析部分也较为规范，文

章写作可读性也较高。有以下建议或问题： 

 

意见 1：鉴于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而文中未见作者阐述在检索和筛

选文献时是如何进行分辨的。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在“2.2 文献纳入标准”部分进行了

补充：“（4）社会困境中的互动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即排除被试与自己的兄弟姐妹、父母、

配偶、同学、朋友或认识的一般他人等熟人之间进行互动的研究（社会困境研究通常会在指

导语中告诉被试其互动对象是否为陌生人或操纵陌生人与熟人关系并在文中报告被试之间

的关系）；” 

因为社会困境研究通常会在指导语中告诉被试其互动对象是否为陌生人或操纵陌生人

与熟人关系并报告被试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编码阶段就会把熟人之间互动的文章筛选出去，

不进行编码（这部分研究整体较少）。合作行为数据库中之所以还有少量的涉及熟人互动的

研究，主要是因为这些研究操纵了熟人/陌生人这一变量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或者少量研究

在编码阶段未被筛选出去。我们在文献纳入部分进一步排除了这些熟人之间互动的研究（共

排除 30 个研究或样本，详见补充材料部分的“图 S1 PRISMA 元分析文献筛选流程图”），只

保留陌生人之间互动的社会困境研究。 

 

意见 2：在摘要、分析和讨论部分，作者对社会发展指标和合作行为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但

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正相关关系的描述”。实际上，如作者在文中所陈述的内容一样，这些

社会发展指标与合作行为的相关或预测关系也有数量大小上的变化，或许作者可以在讨论中

丰富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启发性建议。如果我们能发现某些社会指标对合作行为有更重要的、

独特的预测作用，这将帮助我们更加具体而精细化地解释中国社会中合作行为的上升。但目

前而言，各个层面的社会指标因素在社会发展中是彼此相互影响的，它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单独影响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变迁，也可能彼此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社会的

发展和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变迁。在他们均显著预测合作行为的情况下（标准化回归系数整体

有数值上的差异但并未直接比较和检验差异显著性），我们很难说清哪一方面的解释更加重



要。现有数据结构和已知分析方法也很难进一步澄清和比较哪方面社会指标的作用更加重

要。因此，我们主要基于前人研究的方法，对这些社会指标的分析和解释仅停留在相关层面，

对这些合作行为潜在社会变迁基础的解释也持谨慎态度，未做过多的引申讨论，这是以往类

似的研究以及当前研究未能解决的局限。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将上述的一些想法在修改稿讨

论的“4.3 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的第二段进行了补充和丰富(也详见我们对第二位审稿专家

第 3 条意见的回应)。 

 

意见 3：在纳入分析的文献中，是否考虑到未发表的文献？例如硕博士论文，会议等。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本研究纳入分析的文献中包括未发表的硕博士论文、会议论文、

工作论文等文献，以及通过邮件向相关研究者征集的社会困境研究数据。 

我们在正文“2.1 文献检索”部分进一步强化了这部分的表述：“文献检索结果包括正

式发表的论文、未发表的工作论文、硕博士论文和会议论文。此外，该数据库也纳入了与社

会困境有关的书籍、实证研究、综述文章和元分析文章中的参考文献，以及通过邮件向相关

研究者征集的社会困境研究数据。” 

此外，我们在“2.4 数据收集年份的编码”部分估计文献的数据收集年份时也给出了相

应的信息，如“（1）若文章是会议论文或工作论文，则使用会议报告或论文公开的年份(k = 

9)；”“（4）若数据来自硕博士论文，则使用论文答辩年份减 1 (k = 18)”。 

 

意见 4：建议作者将纳入分析的文献以表格的形式放在文中或文后，可能会更有助于读者把

握本研究的文献分析范围。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中肯建议。根据您的建议，我们目前在论文的补充材料中新增了一个

完整的文献信息表(见补充材料中“表 S2 元分析所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该表共 13 页)，

该表包含了本元分析所纳入研究的作者、发表年份、样本量、数据收集年份、社会困境的研

究特征、合作率及其置信区间等基本信息。由于本研究纳入的文献较多，数据较多，考虑正

文篇幅和版面原因，这些信息暂未放入正文中，而是在补充材料里进行了呈现。 

此外，本研究包含的各种类型的中、英文论文的完整文献列表、所有文献的编码信息和

原始数据等均已上传至开放科学平台(Open Science Framework, OSF)，读者均可以通过文中

的开放获取链接方便获取相关文献和数据，从而更完整地把握文献的分析范围。我们后续也

会根据您的意见以及编辑的建议更好地调整这部分信息的呈现方式和位置。 

 

意见 5：在对文献进行编码的过程中，研究者是如何确定并保证编码的合理性的？例如，编



码者是谁、人数几何、是否有一个纠错的过程，对于同一篇文章的编码是否存在意见不一致

的情况，以及作者是如何这些分歧的？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关于文献编码程序，我们在原来的稿件中有所表述但不够

清晰，根据您的意见，我们目前在修改稿中进一步强化了这部分论述，详见正文中“2.3 数

据 编 码 程 序 ” 部 分 的 内 容 ：“ 基 于 统 一 的 编 码 手 册 ( 详 细 说 明 见

https://cooperationdatabank.org/codebook-2/)，多名研究者共同完成对本数据的编码工作(编码

成员大多为在读研究生或大学教职人员，其中关于合作行为数据库的编码团队详见

https://cooperationdatabank.org/about-coda/)，每项研究中的变量均经由两名编码者进行独立编

码。这些编码具有较高或足够的编码者一致性，其中连续变量的编码一致性指标

Krippendorff’s α (Hayes & Krippendorff, 2007; Krippendorff, 2011)在 0.91 到 0.98 之间；分类变

量的编码一致性比例(agreement rate)在 82.90%到 96.60%之间。对于编码中存在的不一致之

处，研究者之间进行了核对、讨论并最终统一编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作者对审稿人提出的问题做了较好的回答，同意发表。 

 

审稿人 2意见：作者对审稿人的问题进行了很好的回应，已无进一步意见。 

 

审稿人 3意见：作者较好地回应了审稿人的建议，并且在文章中进行了比较完善的补充，因

此从当前文章内容来看已基本达到发表水平。 

 

编委意见：三位外审都同意发表，我也没有其他意见。 

 

主编意见：没有进一步的修改意见，同意发表。 


